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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类词谓语是手语中一种独特的语言现象。中国大陆学者对分类词谓语的研究刚开始涉足，尚未见

到系统的研究报道。本文试图从语言学的角度对中国手语分类词谓语做了语义认知分析，首先结合 Talmy

的动态事件和代形词的分析，解释了中国手语的分类词谓语现象，分析了主体和背景的代形词如何形成以

达到手语同时性和序列性要求，并由此确定了主体代形词和背景代形词通常是由非运动的手形组成，另一

方面也说明中国手语与汉语的相互影响，对“动作”和“位于”这两类的手语代形词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

及分类。 

关键词：中国 手语；分类词谓语；手形；代名词 

中图分类号：TP391          文献标识码：A 

Cognitive-semantic Analysis of Classifier Predicates in Chinese Sign 

Language 

Dengfeng Yao
1,2

 ,Minghu Jiang
2 

, Jung-hsing Chang
3
, Abudoukelimu.Abulizi

2
 

 (1. Beijing Key Lab of Information Service Engineering,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100101; 

2. Lab of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School of Humanities, Center for Psych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3.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Minhsiung, Chiayi 621, 

Taiwan) 

Abstract: Classifier predicates is a unique language phenomenon in sign language. Chinese 

scholars’ study on classifier predicates has just started, and has not come out with a systematic 

repor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ain the phenomenon of classifier predicat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s. Firstly, it explains the classifier predicates phenomenon in Chinese 

sign language, and analyzes how the subject and the background proforms formed to achieve 

synchroneity and sequentiality requirements of sign language by combined analysis of  Talmy’s 

Dynamic events and proforms, and so determines the subject proforms and background proforms 

usually made by non-moving hand shape, on the other hand it also illustrates the intermotion of 

sign language and Chinese, making a detailed description and classification to the two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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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 preforms "motion" and "be loc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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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手语指中国大陆手语，本文简称为中国手语。中国手语是一种视觉/空间自然语言，

是中国大陆听力言语残疾人（聋人）交际和思维的主要工具，使用对象多为中国大陆 2054

万聋人（根据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及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推算）。可以说

中国手语是中国使用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语言。尽管对它是否为独立的语言尚没完全达

成共识，但这并不影响学术界对中国手语的研究和探索。 

中国手语作为独立语言的重要证据是拥有自己的词汇、语法等特征。对此，国内龚群虎

教授等众多学者已有大量的研究和论述[1-3]。其实手语还有一个独特的语法现象——分类

词谓语，国内学者对此的研究还刚刚开始，尚未见到系统的研究报道。曾有学者做了手势频

率统计，分类词谓语的某些类型几乎每分钟出现一次，有的甚至多达 17 次[4]。从而引起不

少语言学家的关注和研究。国外已有不少文献报道了手语的分类词谓语现象，而且各国手语

都表现出这种语言特征的共性，并以此作为本国手语是独立语言的证据之一，中国手语也不

例外。本文试图从语言学的角度来对中国手语分类词谓语做了语义认知分析。 

 1 分类词谓语的定义 

据可查文献记载，从 1960 年开始语言学家们一致认为，手语的语言学现象基本可以用传统

语言学来解释，但手语中的分类词谓语却是一种独特的语言现象[5]。对此，学术界经历了从简单

到更为完整的认识过程。Supalla 提出高度综合的多语素谓语的观点[6-7]。他认为，每一个具备分

类词谓语表征的动词都包含一个或一个以上的运动词根，以及一些表示某种词汇意义或语法意义

的词缀。此后很多学者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虽然在分类词谓语结构上的观点与 Supalla 有所不

同，但大多赞同分类词谓语是高度综合语素结合的观点[8-10]。Klima 提出它是模仿性的，是不可

分离结构的观点[11]，他认为分类词谓语的参数——运动、位置、方向、甚至手形——被视为连

续变化的，即以模拟方式反映其空间里参照物运动或者形状的不断变化。这种模拟以非语言方式

使用了代形词(proforms)。分类词谓语到底是由离散的、范畴性的语素构成的，还是连续的、模仿

性的表征，至今还存在争议。但是 Supalla 将分类词谓语作为多语素谓语的观点占主流，本文采

纳了此观点。 

分类词谓语的英文名称为 classifier predicates，类似的概念还有“多语素谓语(polymorphemic 

predicates)”、“多重组合手势( polysynthetic signs)”、“多成分手势 (polycomponential signs)”、“多语

素动词 (polymorphemic verbs)”、“多成分动词(polycomponential verbs)”等。目前关于 classifier 

predicates 的中国译法不一，比如台湾为分类词述语，香港为量词谓语，中国大陆部分学者则译为

类标记谓语。由于在后面的讨论中将集中在分类词谓语，为了便于讨论和理解，我们采用直译方

法选择分类词谓语来表述。所谓量词、类标记等都赋予 classifier 的其他译法。台湾的译法应该是

想说明分类词负责把手语词分成不同的类别，一类词彼此语法结构相似，以区别于另一类词，这

些与本文的说法一致。香港的译法应该是想说明量词为谓语的词缀，是用来反映指称事物的特点，

如体现是否属于圆形对象类，扁平对象类等，但香港学者已指出量词谓语里的量词手形是可作为

呼应标记的，这也同样印证了本文的说法，即分类词本身除了有语意的分类功能之外，也有用于

呼应的功能。而中国大陆的部分译法“类标记”，则告诉我们分类后有一个“符号”——手形是

这类词的记号或标号。这些众多译法使我们可以从多角度理解分类词谓语的含义。下面我们先来

看看分类词谓语有什么表征、特点？由于中国手语尚未统一，以下均以北京手语和武汉手语为例，

素材均来源于清华大学中文系语料库。根据清华大学手语语料库统计，在不涉及专业术语情况下，

对语料库中各地生活用语聋生能看懂 70-80%，稍有区别的只是有些词汇的打法不同。下面列举范

例： 

(1) 北京手语：叶子  CP:叶子形状_落下来 

汉        语：叶子落下来了。 



 

图 1. 叶子落下来了 

(1)句用到了两个手势，其中“CP:叶子形状_落下来 ”里的 CP 是分类词谓语 classifier 

predicates 的缩写，而“_”连字符则表示这两个词用同一只手同时表征出来，形状则代表分

类词手形的种类，通常分类词手形词素可划分如下： 

 对象（CL_sem）：该手形代表整个对象、一种物类； 

 形状（CL_sass）：该手形代表某对象的形状； 

 操作（CL_hand）：该手形代表如何操作对象 ； 

 身体（CL_body）：该手形代表身体或身体的一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1)句中主语是叶子，谓语是“CP:叶子形状_落下来  ”，其中“CP:叶子形

状_落下来  ”是模仿叶子的形状和落下来的动作同时表征出来的。因为叶子形状的手形可以

代表陆地上的花草和水中水草等所有植物叶子一类，这样就起到了分类词的功能。曾有学者

认为这些用法与口语中形状相同或相近的名词常常用同一个量词表示类似，只不过手语中的

量词本身具有描摹事物形状和特征的作用，但是这样的类比是不严谨的，因为在汉语量词里，

分类词只是其中一部分，西方语言学家就认为汉语的量词是用于数量结构并对名词进行分类

的数词分类词(numeral classifiers)[12]，其汉语口语量词的解释并不适用于中国手语。分类词

在概念上是区分名词所指示的事物（而不是名词本身），分类词作为词语或词素，而不是语

法功能，所以它们常常从其他语言中借用，在这个方面很像量词。例如在计量咖啡的“杯”

数时，人们并不关注是什么样的杯子，或者什么牌子的咖啡。在美国手语中，分类词结构用

于描述位置、状态（大小和形状），以及物体如何人工处理。表达这一类结构的特定手势就

体现了分类词的功能。因此这也是本文采用分类词术语的原因，这种分类词现象在东亚语言

中经常见到。当然也有一些语言学家表示异议，他们认为这些分类词结构并不能在所有的方

面与口语中的分类词并列，并且更倾向于使用其他的表示，诸如多语素或多成分的手势[13]。 

(1)句中这种谓语涉及到运动动词“落下来”和分类词“叶子形状”，在手语研究文献里，

(1)句中附带这种手形的谓语，一般称为分类词谓语。需要说明的是分类词“叶子形状”是模

仿植物叶子、小动物和大型动物足部等三类对象的手形，因此“叶子形状”还可以代表叶子、

青蛙、老鼠、老虎爪子等一类动植物对象。还有一类分类词谓语涉及到位置，如(2)句所示。 

（2）北京手语： 车 房子 CP:房子形状+车对象_在  

     汉    语： 轿车在房子旁边。 



 

图 2. 轿车在房子旁边 

(2)句中的手语句子，两个手势之间的“+”（加号）表示这两个手势用不同的手同时表

示出来。可见图 2b 表示房子，这时表示出的是房子的完整手势（双手四指尖像一个屋顶的

形状连接），而图 2c 表示的房子是该房子手势的部分表示（图中是房子完整手势的左侧部

分），这种“CP:房子形状+车子对象_走”是包含位置的分类词谓语。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分类词谓语由运动语素和分类词手形语素两部分组成，甚至还有位置

等多成分。其实中国手语并非所有谓词都包含分类词手形。例如后面将要提到的简单动词和

呼应动词谓语就不需要分类词手形语素。 

手语中的分类词谓语不能用传统语言学来解释，因为尽管分类词手形单位似乎与口语中

的量词或名词分类法等形式相似，但这种手形还是展示出了显著的特征群/聚合，从而使分

类词谓语不同于其他语言学现象[14]，具有独特的语言学表征，吸引着众多语言学家去研究。

此外很多语言学家使用了谓语(Predicate)的说法而不是动词(verb)，通常是认为分类词谓语中

多成分结构的一部分(子集)明显是动词性的，但其中的一些形式被另一些研究者描写为具有

形容词作用的形式[15]。谓语作为对于名词或名词词组做出论断的成分，其谓语可以是名词、

动词、动词词组或形容词。当然这种复杂的结构是否包括一部分非多成分的表达形容词意义

的手势，还需更深入的研究。 

我们还发现中国手语中有些手形只能用于表示一个诸如虾的名词手势，它表明这种分类

未必是所谓分类词手形语素的功能。很多语言学家指出应将空间结构中所谓分类词的主要功

能看成一个代形词[16-18] 。代形词是指参照和代表某物位置的任何事物。既然如此，为什

么分类词手形语素仍然具有分类功能（虽然不是所有的分类词都有这样的功能）？台湾学者

张荣兴教授指出代形词是一个上义词，有时也称为一个上位词[19]。由于上义词-下义词关系

的层次通常被作为分类标准。因此，它仍含有分类的功能。此外与口语中代形词的功能一样，

手语中这种上义词具有照应的功能，同时照应句法或对话中手势更具体。也正因为如此，手

语语言学中分类词谓语既可属于形态学内容，也可属于句法学范畴。 

 

二、分类词谓语的来源 
分类词谓语与呼应动词具有很紧密的联系，因此，学术界是在对后者的研究中才发现前

者的。为了更好地说明此类动词，需要了解手语中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空间，即地形空间

(topographic space)和语法空间(syntactic space) [16]。在物理上，地形空间和语法空间的手势

空间完全一样，但手语使用了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空间。地形空间再现了真实世界

的立体地图，这是一个表示事物与情况的手势空间中的空间布局，对应着真实世界的事物与

情景。比如手势者描述他的餐桌“一塌糊涂。”“我的碗（右）被打破了。我的食物（中心）

洒了。我的玻璃杯（左）是空的。“这种描述用到了地形空间，因为它再现了餐桌上的状况，

正如真实情景一样。而语法空间产生于语言内部，不会投射到真实世界。再如为了表达{我

的父亲爱母亲}，手势者可在左边的手势空间打出一个手势代表父亲，然后右手边打出手势



代表母亲，最后再打出“爱”的手势。这种打法正是基于文本语言来创建的，允许手势者在

空间中引用。有了以上铺垫，我们就可以很好地理解文献[16]对手语动词的三类划分：简单

动词(Plain verbs)、呼应动词(Agreement verbs)、空间动词(Spatial verbs)。简单动词使用眼睛

注视，呼应动词使用句法空间，而空间动词使用地形空间来表明他们的语法关系。以此推论，

中国手语中这三类动词被认为可以屈折反应语法关系，尽管他们屈折方式不同。 

2.1 简单动词  

 (3) 武汉手语：跳舞  我  喜欢 

      汉        语：我喜欢跳舞。 

 

图 3. 我喜欢跳舞 

 

由句子(3)可见简单动词需要独立的主语和宾语词，其特点是不通过移动空间来显示语

法信息，没有人称、数或处所词缀等屈折形态标记。在中国手语中，像怕、想、洗、吃、喝、

住之类词都是简单动词。因此，它们有时被称为无呼应动词(non-agreement verbs) [20]。可以

发现图 3c 表示出动词喜欢，拇指头与食指头接触形成小圆圈，指头接口处靠近下颚。由于

其使用了身体位置，简单动词有时被称为体锚动词(body-anchored verbs) [16]。 

由于简单动词不通过空间移动来显示语法关系信息，主体（即我）和对象（即跳舞）不

改变动词的运动和方向。 

2.2 呼应动词 

(4)武汉手语：教（面向第三人称） 电脑 （中国手语里经常省略“我”） 

    汉       语：我教他电脑 

 

图 4. 我教他电脑 

(5)北京手语：钱 给(自身给对方) 

   汉  语：我把钱给你 



 
图 5.我把钱给你 

图 4、图 5 可以看出，呼应动词需要指示位置决定运动路径方向，呼应动词允许包含人

称和数等屈折标记。中国手语中呼应动词有拿、抓、打、骂、去、到、寄、教、救等等。它

们都是通过在语法空间移动来实现。即由动词的运动和方向的变化显示了以下信息：谁正在

实施行为、谁或者哪些东西受到行为影响。由于这组动词通常包括动词运动和方向的变化，

他们有时被称为方向性动词(directional verbs) [16]。这是手语与口语不同之处。口语中的显

性方向也利用语法手段（如虚词），但只有手语中的方向性动词才具备以词形方向（视觉上

的方向）来表示语义方向这种语法手段，这是由其特殊的视觉模式所决定的。 

不同于简单动词，呼应动词变化形式 与句子的对象主体保持一致。这些动词的不同形

式决定了主语和宾语的不同组合。(4)句呼应动词“教”移动到宾语所在的位置，即“他”。 

(5)句中的动词“给”移动到宾语的位置，即“你”。这两个呼应动词有一个开始点（主语呼

应标记），一个线性运动（动词原形），然后结束点（宾语呼应标记）。在一般情况下，这些

动词的起点是主体的位置，而结束点是宾语的位置。然而，像邀请、拿、借之类的呼应动词

却是个例外。这些动词表示向后呼应，开始点标记宾语，结束点标记主语。由于起点和终点

表示主语和宾语的语法关系，它们被认为是语法上的呼应标记。 

2.3 空间动词 

(6) 武汉手语：狗 房子 CP:房子形状+动物对象_走 

  汉        语：狗在房子旁边走。 

 

图 6. 狗在房子旁边走 

 

如图 6 所示，可以看到要先打出主语的完整手势（例如狗），其次是分类词手形词素（例

如动物），这种手形代表一类对象（即动物，参见图 6c）。通常这种动词需要确定参照物，

否则就没法确定参照物实际上指的什么。这种参照物实际上是处所标记，如 (6)句中主语狗

的活动处所通过“走”显现在房子旁边的空间坐标上。在语法上这些坐标可被看成带有处所

词缀, 而动词的方向则带有处所特征，构成空间一致关系。目前对空间动词是带形态形式还



是话语标记尚没有定论。 

但可以看出，该空间动词给出了以下信息：路径、轨迹和动词所描述的动作运动速度，

以及有关动作的位置。但空间动词可以屈折反映方式和位置而不屈折反映人称或数量。正如

文献[7]和文献[21]定义的，空间谓词有两部分——运动语素和分类词手形语素。空间动词还

有一个表征：即位置和语义分类词上的共现。由于这一表征，他们有时也被称为分类词动词

(classifier verbs)或谓词(predicates)。 

中国手语中，属于空间动词的还有走、跳、飞、躲、摔、撞等。这些动词被称为运动和

位置动词 (verbs of motion and location)(Supalla1982)或者空间方位谓语 (spatial-locative 

predicates) [20]。根据文献[22]的说法，在运动和位置动词中，手势的每一个语音参数

(parameter)本身都是一个语素，因此这样的手形是一个绑定语素，不能单独使用。 

从以上对动词划分的简单介绍，我们可以看出只有空间动词才使用地形空间来构成语法

关系，运动和位置动词的手形是典型的分类词手形语素，手和身体发音器官的相对位置标志

着中心名词（如运动对象）和次要名词（如背景对象）的相对关系[22]。因此只有空间动词

具有与谓语相关的代形词，而不是简单动词和呼应动词。这样在空间动词中主体和背景代形

词的使用才允许手势者给出关于动词所描述的动作路径的信息，在同一时间内显示运动对象

（主体）和参照物对象（背景）的关系。 

为什么所有手语中空间动词都使用了主体代形词（即分类词）？正如文献[16]指出，当

我们考虑需要使用双手打出的或者固定在身体上的所有手势时，主体代形词的重要性可以看

得最清楚。因为主体代形词只使用一只手，他们可以通过运动放置在不同的位置。换句话说，

主体代形词的使用允许手势者给出关于动词描述行为的路径信息，在同一时间内表示运动对

象的关系（比如主体）和参考点对象（比如背景）。这表明涉及主语和宾语语法关系的主体

和背景也可以被认为是呼应标记。如果在呼应动词中用来表示主语和宾语的起点、终点可以

被视为语法上的呼应标记，用于说明主语和宾语语法关系的主体和背景的代形词，也可以考

虑作为手语中的呼应标记。因为主体代形词参与了动作的开始，而背景代形词涉及动作的终

点。正如文献[23]指出，空间动词和呼应动词都包含路径语素，与其源参数和目标参数呼应。

即这两个类显示了源—目标一致性。因此众多学者提出了这种将主体代形词（比如分类词谓

语里的分类词）可视为呼应标记的假说[7、24-26]，认为呼应动词中语法空间运动的起点和

终点、空间动词中地形空间运动的起点和终点其主体和背景代形词，这两个都是语法手段，

用于呼应他们的参照物。这种说法可以在中国手语中得到验证，比如从句子(1)到(6)可以发

现用来代替更具体手势的手形是上位词，应被视为代形词，因为他们具有照应的功能，构成

一个引用主语论元的充分参照物，并在对话中允许代语脱落(pro-drop)。出于这个原因，考

虑给定代形词作为中国手语的呼应标记看来是可行的。 

三、中国手语分类词谓语的解释 
如何解释手语中的分类词谓语现象，学术界主要运用 Talmy 关于运动事件的概念模式

来分析分类词谓语[27-28]，如美国手语[29]、台湾手语[19]、香港手语[30]、中国手语中的上

海手语[31]等。总的来讲，这些学者借鉴了 Talmy 理论的术语“主体(figure)”和“背景

(ground)”：主体指的是被定位的运动对象，而背景是指定位主体的参照对象。手语中主体和

背景这两个成分具有代形词，因此分类词成分就是被用于与运动成分相结合的主体代形词。

这样手语中运动事件的概念结构有两个分离的成分：主体成分和背景成分(TANG2003)。这

样就可以更好地说明手语空间实体之间的非对称关系。 

(7)  北京手语：房子 CP: 房子形状_在这里  树 CP: 树形状_在那里  轿车 CP:车对象+房子

对象+树对象_停 

       汉       语：把轿车停在房子和树之间。 



 

 

图 7. 把轿车停在房子和树之间 

根据 Talmy 的观点，运动事件包含图形、背景、运动和路径四个语义范畴，这种框架事

件得到同时发生的事件，如“方式”的支持。并且人脑具有某种认知加工的能力，能够将感

觉的一部分划分出边界，为边界的内容赋予独立实体的属性，这些实体中的一种可以被看做

“宏事件(macroevent) ”。因此把轿车停在房子和树之间是一个突显运动(move)“停”的事

件。该宏事件中实际上包含三个存在事件： 

(l) 那里存在一幢房子 

(2) 这里存在一棵树 

(3) 把车停在房子和树之间 

换句话说，这里用到了 3 个分类词谓语。其中前两个事件实际上是存在事件，表示“某

处存在、有、位于”这一存在状态，可表示为： 

主体 {[某处存在、有、位于]+路径+方式} → 背景 

(场所)+主题 

而第三个事件作为运动事件，可表示为： 

主体  背景   {[运动+主体]+路径十方式}   背景 

在第一个事件中，房子是先行词，它的论元是宾语，其分类词手形跟词根“存在”的动

作合并产生了第一个方位谓语，是一个不及物的一元谓语。该谓语是通过往下到停顿在空间

坐标的动作来表达的。同理，在第二个事件中房子是先行词，其分类词手形跟词根“存在”

的动作合并产生了第一个方位谓语。前两个事件并没有特别指明事件中主体所在的背景，如

图 7b 和图 7d 所打出的背景就是手势者面前所在的空间，因此从语义角色看，我们可以认为

这里的“场所”就是人面前默认的空间。而且虽然都是存在事件，但手势者并没有简单地用

同样手势表示存在，而是分别用左手表示房子，右手表示树，分别利用表示房子和树的分类

词手形，在胸前向正前方向伸展和向下运动，到达身体腹部前方位置，再加上一个停顿来表

示，这样的一个辅助动作，来作为动词“存在”的词形的表面形式。按照 Talmy 的说法，这

是表示主体所在位置的一种运动路径。所以在口语中“存在”是静态的概念，到手语中又变

成了手形的运动，这种运动不能理解为事件的存在主体在真实世界中位移的路径。用一个短

暂的运动路径表明事件主体从空间某一位置移动，如果有背景的话，还要保持其所在位置不

动，这种表示方法在美国手语、台湾手语和香港手语中也存在[29-30]。因此中国手语常常由

事件涉及的主体构成分类词谓语中的分类词手形，这一手形与存在路径和方式同时编码在一

起，来呈现手语中的存在事件。 



在第三个事件中，轿车作为主体，是空间动词“停”表示行为的施动者，而房子和树作

为背景，是行为的位置。主语 “轿车”的分类词手形与词根“停”合并，就构成另外一个

二元的谓语，一个是题元, 一个是位置。其中主手的移动体现了车的运动路径和运动方式（沿

着不太明显的弧线行驶），这里采用了 Ch 手形来体现车子开过去的运动方式，通过 Ch 手形

可以将动词词根（分类词手形）与运动的路径和运动方式结合。这样“停”动词就意味着词

根沿着（不太明显的弧形）路径的运动方式(如行驶)或者沿路径运动的方向（如向着代表房

子和树代形词的 V 手形），使许多运动语素（运动路径、运动方向、沿着路径的运动方式）

可以同时与许多发音体语素（相关名词的分类词手形和空间位置）相结合，形成了运动方式、

运动方向、运动路径等语素与动作施动者、承受者等信息的结合和编码方式。而且运动的主

体总是构成运动动词分类词结构的动词词根，而所有与运动有关的其他相关语素都围绕着这

一运动词根进行编码，这与现代汉语围绕动词为核心建立语言的形态结构有所不同，手语中

句子的核心成分是名词，这一名词常常是句子的施事或者是受事。 

有趣的是在表示背景时，房子和树的代形词又采用了全新的手形即 V 手形作为其本身

的代形词，如图 7f。注意到(7)句是先出现背景房子和树，再出现主体轿车，在中国手语中

大都如此，这符合一些文献的发现[15、29]。还体现了手语序列性的特征。需要说明的是，

“把车停在房子和树之间”这一句子涉及三个论元，特别是主体或背景不只一个论元时，中

国手语一般是从左到右表述论元，这符合一般的认知心理。同时又因为手语的同时性特征，

可以将事件中的施事论元（轿车）与表示地点参照物的参事论元（房子和树）所呈部分同时

表现出来，将这些展现在同一个场景中。在表达一个事件中含有多个论元的时候，受手势者

发音器官的限制，无法使用手势的双手形式，而只能使用各个论元的代形词，因此才出现了

以 V 手形来表示房子和树分类词形式。 

只有在分类词谓语涉及两个论元的情况，才有可能像文献[32]在研究手语的分类词谓语

中提出主手一般指涉的论元角色是施事、主事或客体，非主手一般指涉的论元角色是受事、

处所、来源和目标等等。   

 

四、如何确定分类词谓语中主体和背景代形词 

Talmy 理论解释运动(motion)时，称运动是“在事件中运动的每秒的存在状态和所在位

置”，技术上分析为抽象的深层动词“动作(move)”和“位于 BEI (Be located)”。中国手语由

于汉语的影响和渗透，它从不受任何手指字母的限制，而是充分利用单手、双手、手指、肢

体和表情来做形象动作，其中像形表意功能的手势占主体。因此中国手语对“动作”和“位

于”的描述及分类较为详细。在这点上，中国手语与英国手语、台湾手语有很大的差异。英

国手语认为代形词的确定需要判断参照物的形状和大小[16]，而台湾手语认为代形词要看手

部是否运动，一般非运动手充当背景代形词，而运动手充当主体代形词[19]。 

4.1 动作 

由于动作的施事者不同，所实施的动作就可能不同。因此中国手语对具有生命力的施事

者所在的范围类别做了划分：天上的、地上的、水里的、地下的。这里地上的施事者一般为

人或者动物，这类施事者扮演主体角色时，其主体代形词并不是手势手形本身或者手形的一

部分，而是采用以下新手形：V 手形（用于慢动作，见图 2）和 Y 手形（用于快动作，见图

6）。 



 

图 8. V 手形和 Y 手形 

 

我们可以看到选自不同于给定手势一部分的新手形（例如猫、狗）是主体代形词最常见

的手形。V 类标记手形代表运动主体的腿部动作，它将运动路径语素与运动方式语素合在了

一起，它既可以表示走路姿势，也可以表示弹跳方式，V 手形的这种运动方式和路径与真实

情景中的运动方式和路径具有较高的模仿度和相似性。一般来讲主体代形词采用的手形不一

定是用来指一组分享一些共同的物理或语义特征的实体。 

借鉴 Chang 等人提出的概念[19]，在描述主体和背景代形词的选择方式时，使用了运动

手和非运动手的概念，而没有使用传统的主手/副手(dominant/non-dominant)。若地上的施事

者为无生命物体，这类施事者扮演主体或者背景角色时，比如坦克、直升机、伞、计算器、

插座和空调等，如图 9 所示，直升机由非运动的 U 手形来充当直升机的躯体，然后才是用

运动的 5 手形来代表螺旋桨并不停的动。坦克是由非运动的拳头手形来充当坦克躯体，另一

个手部除了食指伸出来做拳头状，代表旋转的炮塔，通常这类施事者的主体代形词和背景代

形词均为其非运动手形。 

 

图 9. 直升机和坦克的手势 

 

为什么这类施事者的主体代形词和背景代形词都是同一个非运动手形？这个问题具有

较强的认知基础，因为语言是认知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语言进化过程离不开人的经验和非

语言的心理因素。因此这种手势不仅仅是通过模仿达到形象逼真的效果，使其能够更形象具

体地传递信息；更主要的是在许多情况下这种非运动手的使用具有更加实际的意义和功能。

人们在设计复杂产品时，一般要先设计框架，然后再充实内容。换句话说要先设计产品的主

体的形态，然后再考虑充实或扩展内涵。发明新手势时也不例外，为了表达坦克、直升机等

名词，根据以上认知原理，人们往往是先把坦克、直升机等概念的主体形态表达出来。像坦

克的躯体是主体形态，是坦克的基础，要先用非运动手表达出来；其次，才是在这些基础之

上的扩展，比如炮塔是坦克最明显的特征，在考虑扩展时，人们会想到用运动手代表炮塔，

并且用炮塔和躯体前进或者炮塔不停的转动，直观地反映坦克的概念。再如直升机，首先是

由非运动的 U 手形来充当直升机的机身，然后才是用不断旋转的 5 手形来代表螺旋桨，这



样的表示才符合人们的一般认知规律。而作为表达坦克、直升机等手势基石的非运动手自然

要充当主体代形词和背景代形词。如前所述，如果给定的手势是由运动手和非运动手所生成

的，非运动手生成的手形可以被作为主体或者背景的代形词。当然这种情况也有特例，比如

火车，它是非运动手充当背景代形词，而运动手充当主体代形词，这种情况在中国手语里很

少见。 

 

4.2 位于 

通常要表达“某处存在、有、位于”这一存在状态时，主体即手势本身，在表达主体概

念时，应尽可能保留手势形状。当手势只需一只手来完成时，则此手势扮演主体角色时，它

被用作主体代形词，如图 5a 所示。 

如前所述，若两只手的手势是由一个不运动手和一个运动手组成，这种手势充当主体或

者背景时，其主体代形词手形或背景代形词手形通常都用一个不运动的手表示。因为不是所

有手势都由这两种手形组成，即非运动手产生一个手形，运动手产生另一种手形。也有可能

两只手都运动，也可能都不运动，如图 1a、图 2b、图 4b 和图 6a 所示。这时当手势需要两

只手完成时，若两只手为同样的手形，并呈对称形状时，不论运动与否，则此手势扮演主体

角色时，可固定一只手不动，将非运动手作为主体或者背景的代形词。 

如“房子”的手势，是由两个相同的手形，即 5 手形。两只手的四个手指尖连接形成屋

顶形状。因为给定手势具有两个相同的手形，无论是否运动，哪个手形都可作为主体或者背

景的代形词。因此我们可以将房子完整手势的部分表示看作代形词。应该指出相同的手形可

能与不同手势相关（例如自行车和房子），但是当不同手势时，手形的方向是不同的。这个

例子表明代形词没有明确的分类功能。但是有一种观点认为完整手势的部分表示应被视为简

化形式而不是一个代形词。因为每个形式只能表示一个词汇手势，而不是一类手势。张荣兴

教授指出：首先，主体的一些手势使用了全新的手形，而该手形不是给定手势的任何一部分

（例如猫）；第二，部分形式或全新手形是用来指前面提到的名词短语。基于这两个原因，

部分表示应被视为代形词，而不是简化形式[19]。 

还有一类名词是近几年修订的中国手语新词汇，比如爸爸、妈妈、小姨之类的名称，因

为这些名词不同于以上所提到的名词具有高度象形性，甚至看不出来跟手语本身有联系。这

类名词通常需要一个新的手形，而不是给定手势的一部分作为代形词。比如爸爸、妈妈（见

图 10）的新手形为 V 手形或者 Y 手形来充当其主体或者背景代形词。为了清楚说明这一点，

我们需要区分两种视觉驱动的手势，该手势表示所指参照物的图像。第一类通过描摹参照物

形状来表示图像。第二类使用来源于能够表示参照物的手形形状[33]。房子手势也属于第二

类。因此，无论是否运动的手都可以是主体或背景的代形词。中国手语中妈妈的新手形，通

常认为食指仅次于大拇指，代表第二地位。它不是模仿妈妈的形状，因此妈妈的手形都不能

作为主体或者背景代形词。因此妈妈手势需要一个新手形作为其主体或者背景的代形词，同

时也表明在这两种形式之间选择（即完整手势部分表示和分类手形两者之间选择）不是完全

由名词的语音形式决定的。 



 

图 10. 妈妈的手形 

 

4.3 主体和背景代形词的同现 

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主体和背景是两个参与运动事件的实体。看来中国手语空间动词

和其他手语一样都要求主体和背景组件同时与运动组件出现。然而，正如文献[16]所述，主

体和背景的完整手势常常用到两只手或固定在身体上，从而使运动组件和主体、背景组件同

时发生是极其困难的，比如句(7)。主体和背景代形词的使用满足主体和背景应同时与运动

组件出现，在同一时间内指定了语法关系。 

按照以上代形词的确定方法，我们就可以准确地表达分类词谓语现象。以青蛙为例，见

句(8)和(9)，如图 12 所示。 

(8)北京手语：池塘 青蛙 CP:池塘形状+青蛙对象_跳 

     汉       语：青蛙跳到池塘边上。 

 

图 11. 青蛙跳到池塘边上 

 

（9）北京手语：青蛙  CP:青蛙对象+鱼对象_游 

          汉        语：鱼游到青蛙旁边。 

 

图12. 鱼游到青蛙旁边 



 

句(8)中青蛙扮演了主体的角色，而句(9)中青蛙扮演了背景的角色。当它是主体时，代

形词由 V 手形生成，如图 11 所示，而当它是背景时，给定手势的部分表示作为代形词。需

要注意的是句(9)中鱼的词汇手势是主体，其代形词恰好是相同的词汇手势。在这种情况下，

看起来词汇手势是可选的。应该指出中国手语中两个实体（主体和背景）的语序是不固定的。

如果我们把主体和背景代形词视为呼应标记，则语序的灵活性并不奇怪。由于这些代形词已

经确定谁正在做动作，动作在哪儿发生，对于固定的语序并没有要求。 

 

五、结论 
本文讨论了中国手语的分类词谓语现象。通过 Talmy 的分析运动事件模型，分析了中国

手语中分类词谓语里的分类词手形的代形词，来说明运动的主体或者背景是如何与谓语关连

的。我们提出用来表示一类更具体对象的手形是代形词，这些代形词被认为是呼应标记，用

于标识给定谓语的参数。 

此外，我们确定了两种代形词：主体代形词和背景代形词，由此可以发现中国手语与台

湾手语各有同异，比如青蛙的主体代形词使用就存在着差异，但作为背景代形词的时候台湾

手语与中国手语完全相同。此外, 鱼的代形词的使用事实上也是一样的。我们还讨论了主体

代形词和背景代形词的形成，这些都是随“动作”和“位于”这两类而改变的，由此也说明

了中国手语之丰富，具有自己的特色。至于为什么只有空间动词具有与谓词相关的代形词，

而不是简单动词和呼应动词，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于只有空间动词使用地形空间来构成语法

关系。主体和背景代形词的使用允许手势者给出关于动词所描述的动作路径的信息，在同一

时间内显示运动对象（主体）和参照物对象（背景）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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